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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 implies that intermediary cultural organization performs better on art 
funding allocation than government or politicians. This paper uses data of art funding list from 2015 
to 2017 in Taiwan to examine whether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NCAF, an 
intermediary cultural organization) distribute funding fairer than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MOC).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concepts of fairness: equity, equality and need (distribute funding to those 
who need). The result of this paper shows, MOC and NCAF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equity, 
but NCAF indeed performs better on equality and need than MOC, although the effect isn’t as strong 
as we though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 really works, and it’s 
necessary for MOC to collaborate with NCAF. However, it’s also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fairness of 
art funding alloc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arm’s length principle, art funding, NCAF, intermediary cultural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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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距原則能帶來什麼公平？ 

—論文化部與國藝會藝文補助分配之差異1 

蔡咏諭2 

文化部自 2017 年起規劃推動我國藝文獎補助轉型，放寬國藝會收入來

源，使其能依法接受政府捐贈，同時規劃逐年將常態性藝文補助移交國藝會

執行。此舉係為了落實文化治理之「臂距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

避免國家對藝術文化的直接干預。 

論者認為，臂距原則的實踐能夠達成資源分配之超然獨立性。本文則分

別從公正（equity）、平等（equality）與需要（need）三種資源分配的公平

（fairness）觀點切入，針對文化部與國藝會的藝文補助分配進行分析。結果

發現，文化部與國藝會在公正面向上不存在顯著差異。然而，無論是平等或

是需要面向，國藝會均較文化部更能回應公平價值，不過效果並不強烈。 

基於前述發現，本文認為文化部規劃逐步將常態性補助移交國藝會執

行，確實係正確方向，然而，未來仍然應該注意不同組織間的角色分工，以

及資源分配的衡平問題。 

關鍵字：臂距原則、藝文補助、國藝會、文化中介組織  

                                                
1 本文曾發表於第四屆地方治理與發展暨七校聯合行政管理專題學術研討會。作者感謝國立政治大學公
共行政學系傅凱若老師在本文初稿撰寫過程中提供的指導與建議，並感謝研討會評論人臺北市立大學社

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徐淑敏老師，以及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給予的寶貴意見，使本文更臻完善。惟一切

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2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106256028@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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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以下簡稱國藝會）於 1996 年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捐助成立，主要功能為辦理文化藝術研發、獎助與推廣業

務。其成立，最原初的目的，便是希望使政府推動文化業務的角色，從主動轉為輔導

地位，以避免政治對文化藝術的過多干預（許育典、李佳育，2016）。然而，國藝會
原先預計募集的 100 億基金卻未能到位（林文斌、吳慶烜，2009），致使國藝會能量
不足，未能達成原先設立之目標。 
有鑒於此，我國於 2017 年 12 月通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修正草

案，使國藝會亦可依法接受政府機關編列預算之捐贈，讓政府與中介組織均可發揮各

自的角色，落實文化治理之臂距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文化部並於 2018 年
度法定預算中，編列 2億 2460萬之預算捐贈予國藝會，此金額佔文化部對民間單位獎
補助預算總額之 9.5%3（文化部，2017c），更相當於國藝會原先獎補助預算之 1.25倍
4（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17a），移撥金額相當可觀。 
另一方面，文化部更刻正研擬推動成立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以下簡稱文策

院），負責文化內容產業之獎補助業務。文化部期待，未來由文化部主責政策性補

助，而涉及專業藝術價值之常態性補助交由國藝會執行，涉及影視音與出版等文化內

容產業之市場性補助則交由文策院處理（文化部，2017c；何定照，2017；趙靜瑜，
2017）。可以發現，逐漸將部分獎補助業務交由中介機構（公設財團法人或行政法
人），是文化部當前的政策方針。因此，不同單位間的角色如何區隔與相互合作，將

是重要的議題。 
論者認為，臂距原則的實踐能夠達成資源分配之超然獨立性（Hetherington, 

2017），然而，中介組織（國藝會）是否確實相較於政府機關（文化部）更能實踐公
平性？此外，公平的概念抽象而多元，中介組織又是在哪個面向能夠做得比政府機關

更好？這些問題的答案，將影響文化部本次的變革能否達成預期的目標。 
儘管過往研究或有從法制角度切入，討論文化中介組織的定位（許育典、李佳

育，2016）；或有利用深入訪談方式瞭解文化部與國藝會之分工（朱鎮明，2008）；
或有從實務觀察或整體統計數據切入討論藝文補助的分配議題（曾瑞媛，2016；劉宜
君、朱鎮明、王俐容，2009）。然而，目前尚缺乏利用實證方法，以微觀角度切入，
針對文化部與國藝會實際藝文補助分配情形進行分析的相關研究。制度設計與組織管

理最終目的均是實現理想的藝文補助分配，達到扶植藝文產業、促進文化發展的目

標，因此從受補助對象角度切入的實證觀點相關研究不可或缺。 

                                                
3 文化部 107年度預算中對國內個人及團體(不含公設財團法人)獎(補)助計 23.54億元，107年度編列對
國藝會之捐助計 2.2億元，占 9.5%。 
4 國藝會 106年度預算補助業務支出 172,280千元，獎項業務支出 7,680千元，計 179,960千元，文化部
107年度編列擬對國藝會之捐助計 224,600千元，係 1.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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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本文希望利用文化部與國藝會的近年的藝文補助分配資料進行分析，具

體回答以下問題： 
一、國藝會在進行藝文補助業務時，是否較文化部更能合乎公平原則？ 
二、如果二機關確實存在差異，主要是體現在哪一個面向的公平？ 
三、二機關間落實臂距原則的程度與面向為何？有何改進方向？ 
透過回答前述問題，本文希望藉此機會，檢視文化部與國藝會在藝文補助分配上

是否存在差異，了解文化部目前的政策變革方向是否能達成預期目標，期能作為後續

政策制定與推展之參考。同時，也期待能夠針對政府部門以及非營利組織（尤其是政

府成立之財團法人）之角色區隔，以及臂距原則在我國的實踐情形有進一步了解。 

貳、文獻回顧 

一、我國藝文獎助政策沿革與未來發展 

我國於 1981 年成立文建會，統籌規劃國家文化建設、文化交流與文化資產等相關
事宜，為行政院直轄之三級機關。隨後，於 2012年配合組織改造政策，文建會改制為
文化部，升格為二級機關，整併了原文建會、行政院新聞局，以及教育部轄下的五個

文化館所等機關業務，並於 2017年承接部分蒙藏委員會業務，係我國文化業務的主管
機關（文化部，2017b）。 
此外，在文建會時代，我國即於 1992 年通過《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明定文化藝

術獎勵與補助等相關事宜，主要目的即在於扶植文化藝術事業、提昇國民文化水準。

以 2018年法定預算為例，文化部及所屬機關預算數共計 184億元，便有超過四成（81
億元）用於獎補助業務（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可以見得文化藝術獎助業務已占
文化部業務中相當重要的比例。  
文化部之獎補助業務推行，以 2017 年為例，除本部計有 59 個獎補助要點之外，

包含下轄之三級機關（局），以及文化場館均有各自的補助要點，合計達 135 個，涵
蓋層面包含人文出版、文化資源、文化資產、文創發展、電影、電視、流行音樂、廣

播、藝術發展、工藝、人權等各大類。補助對象包含各級政府機關、學校、民間團體

（含營利事業），以及個人（文化部，2017a）。足見我國藝文補助涵蓋範圍廣泛，不
同藝文領域與組織類型，均受獎補助政策影響。 
另一方面，國藝會係於 1996 年由當時的文建會捐助成立，主要功能為辦理文化藝

術研發、獎助與推廣業務。其成立之原初目的，便是希望使政府推動文化業務的角

色，從主動轉為輔導地位，以避免政治對文化藝術的過多干預（許育典、李佳育，

2016）。 
進一步而言，關於國藝會的組織特性與角色，國藝會屬於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

人，其董事會組成，依法係由文化部就文化藝術界人士、學者、專家、政府有關機關

代表及社會人士中提請行政院院長遴聘，其預算編制亦受主管機關文化部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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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國藝會原先預計募集 100億基金，卻未能到位，截至 2017年為止，基金結
餘也僅 60 億元餘，每年獎補助預算約僅 1.8 億（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017a），顯然與文化部之獎補助規模有頗大差距。國藝會之獎補助業務分為常態補助
與專案補助，涵蓋文學、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文化資產、文化發展與文化交流等項

目（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17b）。與文化部相較則缺少了對影視音（除紀
錄片與動畫片外）與文創發展之相關補助。 
文化部自 2017 年起規劃推動我國藝文獎補助之制度轉型，首要任務即是落實臂距

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強化中介組織專業功能。鑑於此目標，文化部除提出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修正草案》，使國藝會未來可依法接受政府機關編列

預算之捐贈外，更研擬推動成立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以下簡稱文策院）（文化

部，2017c）。國藝會之設置條例修正草案已於 2017 年 12 月通過，並經總統公布施
行；文策院之設置條例草案，則已於 2018年 4月經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教育及
文化委員會初審通過，交付院會二讀。 
文化部期待，未來由文化部主責政策性、國際性、實驗性、扎根性與維護文化多

元性之補助，而涉及專業藝術價值之「常態性」補助交由國藝會，涉及影視音與出版

等文化內容產業之「市場性」 補助則交由文策院處理（文化部，2017c）。 
整體而言，可以發現，逐漸將部分獎補助業務交由中介機構（公設財團法人或行

政法人），是文化部當前藝文補助政策改革的主要方針。因此，不同單位間的角色如

何區隔，與相互合作，將是重要的議題。 

二、藝文補助之公平界定與衡量 

Deutsch（ 1975）將資源分配的原則歸納為三類：公正（ equity）、平等
（equality）與需要（need），而這三類分配原則都可以視為公平（fairness）（Mannix, 
Neale & Northcraft, 1995）。其中公正（equity）強調依據個人的貢獻與功績分配資
源；平等（equality）則強調每一個對象都分配到相同的資源，也就是齊頭式平等；需
要（need）則強調不等者不等之的補償性平等（compensatory equality），亦即給予相
對弱勢與資源匱乏者更多資源（Deutsch, 1975; Mannix et al., 1995; Steil & Makowski, 
1989; Talen, 1998）。 
誠然，在藝文補助領域中，各種概念的平等原則並無孰是孰非。齊頭式平等雖可

以讓較多團體受惠，提升民間藝文活動能量，促進長遠發展（蔡林彤飛、王遠樵，

2016）。然而，雨露均霑的分配模式將會降低各團體分配到的金額，反而可能對藝文
發展產生危害（呂弘暉，2011）。事實上，政府補助對於受補助單位而言本來就不是
寥勝於無，政府補助的效果可能存在所謂「最低門檻」，如果補助金額過低，可能是

完全沒有成效的（Hottenrott, Lopes-Bento & Veugelers, 2017）。因此，找到最需要的團
體（包含資源匱乏者或者或者具備發展潛力者），給予適當的補助可能會是重要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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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此三種公平概念間可能相互衝突，齊頭式平等的分配必然與強調功績的公正

與強調需求的補償性平等不相容。而本文的目的也不在於此三價值間作出權衡與取

捨。然而，當討論資源分配議題時，這三種公平的觀點都值得探討，也應該同時納入

分析，才能了解實際分配資源時，是否忽略特定的價值，或悖離某些原則。 
進一步而言，此公平原則的適用範疇，可能包含不同的受補助對象，以及不同的

地區。而無論是哪一個面向的公平，對藝文補助而言無疑都是重要的。文化部的補助

政策，過往曾被批評獨厚大型企業，而忽略了小型團體（自由時報，2013）。確實，
如果總是優先補助發展良好的大團體，將會扼殺新創團體的生存空間（陳玲玉，

2011；曾瑞媛，2016；劉宜君等人，2009）。更有甚者，當資源投注在本身就資金雄
厚的民間團體，而沒有照顧到真正需要幫助的對象，反而無法讓政府預算發揮效益

（London, 2001）。因此，藝文補助在不同受補助對象間的分配是否平等，是值得重
視的。 
此外，區域間的分配同樣值得注意，無論是文化部或國藝會，研究者都發現藝文

補助有過度集中於北部的現象，如此將惡化藝文發展的城鄉差距（朱鎮明，2008；劉
宜君等人，2009）。總結而言，本文所欲分析的公平概念包含公正（基於功績的公
平）、平等（齊頭式平等）與需要（補償性平等）三個面向；公平的範疇則涵蓋受補

助對象間，以及各區域間的分配議題。 

三、公私組織差異與臂距原則 

政府機關由於其所有權歸屬以及資金來源的特性，會面臨獨特之公共期待

（Wamsley & Zald, 1973），進而傾向在分配資源時，相較於私部門會更重視公平價值
（Rainey, Backoff & Levine, 1976）。然而，這樣的理論觀點未必會直接適用於文化部
與國藝會之間。在相同環境下的組織間，由於受到相同的外在強制壓力，同時也會互

相模仿，甚至建立典範，因此容易產生制度同型化（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的現
象，使得組織間趨於相似（DiMaggio & Powell, 1983）。文化部與國藝會的補助事項
本即高度重疊（許育典、李佳育，2016；陳昱嵐，2014），亦即其服務內容與服務對
象極為相似，所受的外在壓力亦相同。另一方面，國藝會的收入來源，絕大多數來自

文建會捐助的基金孳息或者投資收益（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17a）。換言
之，其財務來源主要也是政府，面臨之外在監督壓力與公眾期待未必比較低。於是

乎，縱然文化部與國藝會分屬公私部門，其組織特徵卻可能受到制度主義的影響，而

趨於相似，國藝會對公平的重視程度，不見得亞於政府部門。 
進一步而言，由於政府機關同時較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影響，也可能會減損其在資

源分配上的公平性。研究者便發現，如果由政府直接涉入藝文補助，其補助的的藝術

性質可能會受到執政當局意識形態或者特殊偏好的干預（施惠文，2017；陳昱嵐，
2014；London, 2001），或者淪為政策買票的工具，在補助款的地理分佈上優先分配
給執政縣市，或者亟需爭取支持的選區（劉宜君等人，2009；Bertelli, Connolly, Mason 
& Conov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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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論者認為如果依據臂距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的考量，將補助業
務交由脫離政府組織的中介機構，就較能達成資源分配的超然性（林冠宇，2014；黃
慧嫻，2013），確保藝術家的自主權（Hetherington, 2017）。臂距原則的概念最早源
於英國的 Quango（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準自主性官方組
織），意指非部會的公共機構（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Pliatzky, 1992）。
換言之，臂距原則係指政府將特定的事務交由獨立的委員會或者中介組織執行。其優

勢在於，政府既能夠利用國家的資源來支持特定的事務，但同時能夠保持一定的距

離，使政治干預的影響降到最低（Chartrand & McCaughey, 1989; Hetherington, 2017; 
Quinn, 1997）。 
以文化治理的議題而言，由於藝術展演與文化發展高度牽涉意識形態的選擇，因

此，如何確保文化治理的超然性與獨立性，避免政治力量的干預，便更顯重要。臂距

原則也因此成為各國文化治理的重要途徑（ Chartrand & McCaughey, 1989; 
Hetherington, 2017; Quinn, 1997）。而此原則的考量，也是文化部希望透過中介組織執
行藝文補助分配的初衷（文化部，2017c）。 
在我國的脈絡中，臂距原則的實踐主要體現在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以及行

政法人二種主要類型上（李天申，2014）。僅管臂距原則被認為能夠兼具政府部門的
公共性，以及民間組織的獨立性與彈性，然而其人事任命的正當性、財務管理的效率

以及監督機制的合理性，也遭到許多質疑（李天申、劉坤億，2015；孫煒，2012；黃
心蓉，2008）。於是乎，在文化部與國藝會的分工，是否確實能達成臂距原則的理
想，遂成為值得探究的議題。 

參、研究設計與資料 

一、研究假設 

透過前述文獻探討，可知，基於臂距原則，國藝會相較於文化部，應更能回應公

平的價值。而公平的價值，又可區分為公正、平等與需要三個面向。在公正面向，重

點在於機關應該補助表現較好的藝文團體更高的金額。然而，關於藝文展演與文化產

出的品質優劣，難有一客觀標準。評價品質時，或可從專業角度切入，以專家品味作

為判斷依據；或者，也可以從市場角度切入，以消費者偏好作為準繩。不過，專業價

值流於主觀，且受到評價者的個人偏好影響；而市場價值的觀點，雖然也是消費者的

主觀判斷，但卻是多數人的集體決策。儘管兩種測量途徑各有優劣，且評價結果往往

不盡相同，但市場價值卻相對容易測量，且較不會失準，因此本文選擇以市場價值切

入，作為評量藝文團體功績的指標。過往的研究發現，品牌的知名度與消費者的偏好

選擇呈現高度相關（Hoyer & Brown, 1990; Keller, 1993; Laurent, Kapferer & Roussel, 
1995）。因此，如果組織更傾向於補助知名度高的藝文團體，便代表其資源分配的選
擇更貼近公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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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等的面向，則強調絕對的平等，亦即資源在不同對象與地區間的的分配應該

盡可能貼近平均。換言之，平等意謂著不同的受補助對象，以及不同地區所分配到的

補助金額應該完全等同。儘管完全等同的目標難以企及，但本文能夠計算不同百分位

的累計補助金額（例如前 1%的受補助對象分配到多少比例的補助金額），作為衡量補
助分配是否平均的標準。 
在需求的面向，重點在於補助單位是否提供給需要的對象更多的資源，而需要的

對象往往涵涉的是資源較為缺乏的對象。因此本文將以受補助單位的資本額，與各地

方政府的文化支出和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作為衡量其資源多寡的指標，並進一步分

析是否資源匱乏者，能夠獲得較多的補償性資源分配。 
綜合上述，本文分別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國藝會相較於文化部，傾向於補助知名度高的藝文團體更高的金額 
假設二：國藝會相較於文化部，在不同受補助對象間的補助金額分配較平均 
假設三：國藝會相較於文化部，在不同地理區域間的補助金額分配較平均 
假設四：國藝會相較於文化部，傾向於補助資本額低的藝文團體更高的金額 
假設五：國藝會相較於文化部，傾向於補助資源較少的地理區域更高的金額 

二、資料來源 

本文使用文化部與國藝會 2015 至 2017 年核定補助名單（不含獎勵、捐助與救
助），並利用各政府公開資料庫，串聯補助計畫基本特性與受補助對象基本特性，以

及受補助對象所在縣市基本特性等資料，進行分析。各項資料之來源，詳見附錄。 
而選擇 2015年至 2017年，主要是考量 2015年為國民黨執政時期，2016年恰逢政

黨輪替（5月 20日內閣交接），2017年則為民進黨執政時期。因此，如果政治因素會
干預藝文補助，則本文所使用的資料將可以予以平衡，本文後續也將將年度納入作為

控制變數。 
前項核定補助資料中，本文並剔除文化部對政府機關與學校之補助（由於國藝會

並未對此二者進行補助）、對國內個人與海外個人/團體之補助（由於無法串聯受補助
對象之基本特性）、因受補助對象名字歧義無法辨別者（由於文化部與國藝會均只公

布受補助對象姓名，而無例如統一編號等唯一識別資訊，惟少數受補助對象名字查有

超過一間組織，無法區別孰為真實補助對象，故予以剔除），以及文化部《國產電影

片國內映演獎勵》之資料（由於該補助係以電影為補助對象，而非個別組織）。最終

納入分析的樣本共計 5,781案，其中文化部佔 76.46%，國藝會佔 23.54%，樣本的敘述
統計結果詳見附錄。 

三、分析方法 

首先，在討論補助分配的公正的議題時，本文以受補助對象得到的補助金額為依

變數，並以受補助對象的知名度為主要自變數；以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進行迴歸分析。除了分別以文化部與國藝會建立迴歸模型之外，另於完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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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納入知名度與補助機關的交乘項作為自變數，據以檢視補助機關對知名度影響

補助金額的調節作用。另一方面，以針對藝文或科研補助的相關實證研究觀之，過往

的研究者發現，領域是影響補助機關經費分配的關鍵因素（蔡林彤飛、王遠樵，

2016）。此外，組織類型、知名度、組織年齡、所在地，以及組織對外募款的所得與
組織財富等因素，均會影響補助機關補助金額的分配（郭振雄，2013；陳玲玉，
2011；Marudas & Jacobs, 2011）。因此，本文將將前述因素納入模型作為控制變數。 
其中，在知名度的測量部分，本文以各受補助對象，於受補助年度前一年之四大

報（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紙本新聞查詢筆數為依據。之所以採

納受補助年度前一年之新聞筆數為代表，而非當年度之新聞筆數，主要係考量，如果

以當年度之知名度為自變數，可能會有倒果為因的問題。即可能係因為該藝文團體受

到補助機關補助後，資源增加，進而吸引更高的媒體關注與消費者青睞；而非因為其

受到媒體關注與消費者青睞，而獲得補助機關的補助。且本文亦另以受補助當年度之

新聞筆數，與二年度新聞筆數加總，替換作為自變數；結果發現，迴歸模型之解釋力

均下降，代表以受補助年度前一年度之新聞筆數作為知名度之測量，較為合理。 
其次，在檢視受補助對象間的齊頭式平等議題時，本文將計算不同百分位的受補

助對象累計獲得的補助金額百分比，並繪製羅倫茲曲線（Lorenz Curve），以檢視文化
部與國藝會在藝文補助分配上是否貼近平等。羅倫茲曲線是以所得者（升冪排序）的

累積分配百分比為橫軸，所得的累積分配百分比為縱軸，目的在呈現二者的關係，以

估計所得分佈是否平均。如果羅倫茲曲線的分佈越貼近對角線，則代表每一位所得者

的所得趨於相等，所得的分佈越接近平等。儘管其最廣泛的被應用在計算貧富差距，

然而，羅倫茲曲線的概念便是在呈現所得得、的集中趨勢，亦有學者將其應用在不同

的經濟指標上（Kakwani，1977）。 
在檢視不同地理區域間的齊頭式平等議題時，本文先分別計算了人均補助總額與

每藝文團體平均補助總額，作為依變數。其中，藝文團體總數之計算方法為各縣市之

藝文類營利事業總數、全國性與地方性學術文化團體總數、藝文類基金會總數、演藝

團體總數與社區發展協會總數之總和。雖然此數字未必與潛在可能申請補助之團體完

全吻合（如科技公司也可能申請文化部相關補助），但可以作為一地區之文化發展力

量之指標。接著，本文利用多因子變異數分析（MANOVA），將補助機關、地理區域
以及補助機關與地理區域的交互作用納入自變數；檢視補助金額的分配是否受到地理

區域與補助機關影響。若結果發現交互作用顯著，則再分別針對國藝會與文化部的資

料，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以地理區域為自變項，人均/每團體
均補助金額為依變項，分別討論二機關是否有補助分配上的失衡。 
最後，在檢視受補助對象間的補償性平等時，本文則使用與前述討論公正議題時

相同的迴歸模型，只是改以受補助對象的資本額，以及補助機關與資本額的交乘項為

自變數，討論補助機關是否傾向於補助資源匱乏者更多的補助金額，以及此傾向是否

因補助機關而有差異。在檢視地理區域間的補償性平等時，本文則以各縣市的人均/每
團體均補助金額為依變數，並以地方政府文化支出、家戶可支配所得，以及補助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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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方政府文化支出和家戶可支配所得為自變數的交乘項為自變數建立迴歸模型。以

討論補助機關是否傾向於補助資源匱乏的地區更多的補助金額，以及此傾向是否因為

補助機關而有差異。 

肆、研究結果 

一、藝文團體間基於功績的公平 

表 1 是以補助金額為依變數的迴歸模型，其中，完整模型包含所有補助資料，文
化部與國藝會模型，則分別以各自的補助資料納入模型。由表中可見，無論是文化部

或國藝會，在知名度變項上的迴歸係數均為正值，且具顯著性（p<.001）。代表二者
均傾向補助知名度高的藝文組織更多金額，呈現補助決策與市場消費者偏好一致的情

形，也表示文化部與國藝會均有回應基於功績分配資源的公正價值。 
檢視完整模型的結果，其中補助機關（以國藝會為實驗組）與知名度的交乘項並

不顯著，代表的是補助機關的差異不會影響知名度預測補助金額迴歸線的斜率，亦即

文化部與國藝會在公正價值的回應上沒有顯著差異，假設一無法被證實。 

表 1：以補助金額為依變數之迴歸模型 

 
完整模型 文化部 國藝會 

迴歸係數 β 迴歸係數 β 迴歸係數 β 

國藝會 -519,821 -0.073***     

2015年 22,906 0.004 -4630.39 -0.001 -5,088 -0.009 

2016年 -7,433 -0.001 -22,880 -0.003 -7,658 -0.013 

專案補助 -124,819 -0.021 -147,992 -0.019 1,443,798 0.688*** 

營利事業 -148,473 -0.023 -230,980 -0.033 -65,233 -0.079** 

知名度 4,075 0.090*** 3,924 0.086*** 1,359 0.134*** 

國藝會×知名度 -4,275 -0.019     

資本額(對數) 73,962 0.185*** 81,535 0.182*** 3,474 0.075* 

國藝會×資本額 -44,848 -0.047**     

組織年齡 2,059 0.010 2,840 0.013 -1,607 -0.057** 

臺北市 201,098 0.033* 277,321 0.041** 22,303 0.040* 

影視音 2,293,754 0.283*** 2,311,041 0.278*** 59,825 0.020 

視覺藝術 -414,947 -0.036** -782,022 -0.060*** 13,570 0.014 

表演藝術 601,176 0.095*** 745,169 0.087*** -36,586 -0.049 

N= 5,632 4,292 1,340 

Adj R2 .1563 .1445 .4909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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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文團體間的齊頭式平等 

圖 1至圖 3為文化部與國藝會 2015至 2017年歷年度的藝文補助分配的羅倫茲曲
線。其中，橫軸為受補助對象（升冪排序）的累計百分比，縱軸為補助金額的累計百

分比。圖中的對角線代表絕對平等的分佈線，亦即每一位受補助對象均獲得完全相同

的補助金額。實線線段代表文化部的補助分配曲線，虛線線段則為國藝會的補助分配

曲線，由圖中可見，無論是哪一個年度，國藝會的補助分配情形相對而言，均較文化

部更貼近於平等分佈。 

 
圖 1：2015年文化部與國藝會藝文補助金額分配羅倫茲曲線 

 
圖 2：2016年文化部與國藝會藝文補助金額分配羅倫茲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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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17年文化部與國藝會藝文補助金額分配羅倫茲曲線 

表 2則分別呈現了文化部與國藝會藝文補助分配中，前 1%獲得最多補助的受補助
者之合計受補助金額百分比（Top 1% share）、前 10%獲得最多補助的受補助者之合
計受補助金額百分比（Top 10% share）與後 50%獲得較少補助的受補助者之合計受補
助金額百分比（Bottom 50% share）。由表中可見，以文化部而言，前 1%的受補助者
平均拿走了五分之一以上的補助，前 10%的受補助者則囊括了將近六成的補助，而最
末 50%的受補助者僅能分得不及 5%的補助金額，顯示補助金額分配失衡的情形相當
嚴重。 

另一方面，就國藝會而言，在前兩年，前 1%的受補助者分得了約十分之一的補
助，前 10%分得四成，而後 50%則分得剩下六分之一的金額，雖然也有失衡的情形，
但相對於文化部而言緩和許多，且在 2017年也有所改善。整體而言，文化部與國藝會
在藝文團體間的補助金額分配，都仍然距離絕對平等有相當大的距離。然而，國藝會

偏離平等的情形相對文化部較為緩和，假設二可以被證明。 

表 2：文化部與國藝會歷年度藝文補助金額分配情形 

 
文化部 國藝會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Top 1% share 26.85% 23.21% 22.02% 11.48% 10.83% 5.77% 

Top 10% share 69.19% 65.76% 69.45% 41.00% 40.72% 29.27% 

Bottom 50% share 3.65% 4.09% 3.16% 16.76% 16.90% 22.89% 

註：Top 1% share為前 1%獲補助金額最高的受補助對象累計的補助金額百分比；Top 10% share為前
10%獲補助金額最高的受補助對象累計的補助金額百分比；Bottom 50% share為後 50%獲補助金額最低
的受補助對象累計的補助金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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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理區域間的齊頭式平等 

表 3 呈現文化部與國藝會在 2015 年至 2017 年針對各縣市藝文團體補助情形，依
據地理分區（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宜花東/離島七大區）分組後，以補
助機關與受補助單位所在地理分區為自變數，分別以人均補助金額與每團體平均受補

助金額為依變數，進行多因子變異數分析之結果。表中顯示，地理分區對於補助款分

配有顯著差異（p<.01），代表區域間存在分配失衡。另一方面，補助機關與地理分區
的交互作用也有顯著影響（p<.01），代表區域間的失衡情形，會因為補助機關而有所
差異。 

表 3：平均每人與每團體補助總額區域別多因子變異數分析 

 
人均補助金額（元/千人） 每團體均補助金額（元/團體） 

df MS F df MS F 

補助機關 1 2.684E+10 7.01** 1 4.393E+09 18.51*** 

地理分區 6 1.493E+10 3.90** 6 9.050E+08 3.81** 

補助機關×地理分區 6 1.251E+10 3.27** 6 7.883E+08 3.32** 

殘差 104 3.827E+09  104 2.374E+08  

合計 117 5.282E+09  117 3.675E+08  
*p<.05 **p<.01 ***p<.001 

因此，再將文化部與國藝會資料，分別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 所
示。表中顯示，在人均補助金額部分，文化部與國藝會在各地理分區間的分配均有顯

著差異（文化部 p<.01；國藝會 p<.05），顯示二者均未達成齊頭式的平等。然而，國
藝會的組間變異均方值（MS）低於文化部，且先前進行的多因子變異數分析也顯示，
補助機關與地理分區的交互作用是顯著的，代表國藝會在各地區間的分配不均程度顯

著小於文化部。 
另一方面，在平均每團體均受補助金額的部分，文化部的模型顯示有顯著差異

（p<.001），而國藝會則無顯著差異（p>.05），顯示文化部有區域不均，國藝會則不
明顯。前述二個結果均代表國藝會，在地區區域間的資源分配，較能回應區域間齊頭

式平等的價值，支持假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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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文化部與國藝會平均每人與每團體補助總額區域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人均補助金額（元/千人） 每團體均補助金額（元/團體） 

df MS F df MS F 

文化部 

組間 6 2.9962E+10 4.30** 6 1.9456E+09 4.51*** 

組內 57 6.9664E+09  57 430,993,041  

合計 63 9.1565E+09  63 575,241,111  

國藝會 

組間 6 52,409,263 2.54* 6 3,255,710 1.29 

組內 47 20,610,529  47 2,529,196  

合計 53 24,210,386  53 2,611,443  
*p<.05 **p<.01 ***p<.001 

四、藝文團體間的補償性平等 

從表 1 可見，在迴歸模型中，無論是文化部或國藝會，資本額（對數）的迴歸係
數均為正值，且具顯著性（文化部 p<.001；國藝會 p<.05），代表二者均傾向於補助
資本額雄厚的組織更多金額，都不能算是回應補償性平等（需求）的價值。 
不過，從完整模型觀之，補助機關（以國藝會為實驗組）與資本額的交互作用呈

現顯著（p<.01），且係數為負，代表補助機關會影響資本額對補助金額預測的迴歸線
的斜率，且國藝會的斜率小於文化部，亦即國藝會不公平的程度顯著低於文化部。 
進一步比較文化部與國藝會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發現文化部（β=.182）的標準化

迴歸係數大於國藝會（β=.075），代表文化部與國藝會在是否回應受補助對象間的補
償性平等價值上，存在顯著差異，且方向是文化部相較於國藝會更傾向於優先補助資

源豐沛的組織，呈現更加悖離補償性平等的趨勢，支持假設四。 

五、地理區域間的補償性平等 

表 5 與表 6 是分別以人均補助與每團體均補助為依變數的迴歸模型。表中顯示，
無論是文化部或國藝會，均傾向補助地方政府文化支出較高的縣市更多金額，且具顯

著性（文化部，p<.001；國藝會，p<.01），不合乎補償性平等的要求；但家戶可支配
所得則不顯著（p>.05）。亦即無論是政府部門或者非營利組織，都未能完善的回應補
償性平等的價值。 
另一方面，比較文化部與國藝會的差異，無論是人均補助金額或每團體均補助金

額，在完整模型中，補助機關（以國藝會為實驗組）與地方政府文化支出的交乘項是

顯著的（p<.001），且係數為負；代表補助機關的差異會影響地方政府文化支出對人
均與每團體均補助金額的迴歸線的斜率，且國藝會不公平的傾向較文化部更為緩和。

這樣的結果代表國藝會相較於文化部，較不偏離補償性公平的價值，且二機關有顯著

差異，支持假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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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以人均補助（元/千人）為依變數之迴歸模型 

 
完整模型 文化部 國藝會 

迴歸係數 β 迴歸係數 β 迴歸係數 β 

國藝會 -147.7486 -0.0010     

地方政府文化支出 0.0326 1.2465*** 0.0326 0.9193*** 0.0015 0.8651*** 

國藝會×文化支出 -0.0311 -0.9128***     

家戶可支配所得 -0.0142 -0.0313 -0.0142 -0.0235 -0.0029 -0.0981 

國藝會×可支配所得 0.0112 0.0731     

N= 118 64 54 

Adj R2 0.8220 0.8123 0.6262 
*p<.05 **p<.01 ***p<.001 

表 6：以團體均補助（元/團體）為依變數之迴歸模型 

 
完整模型 文化部 國藝會 

迴歸係數 β 迴歸係數 β 迴歸係數 β 

國藝會 588.3681 0.0154     

地方政府文化支出 0.0074 1.0732*** 0.0074 0.8329*** 0.0003 0.5465** 

國藝會×文化支出 -0.0071 -0.7891***     

家戶可支配所得   .004481 0.0376 0.0045 0.0297 -0.0008 -0.0796 

國藝會×可支配所得 -0.0053 -0.1301     

N= 118 64 54 

Adj R2 0.7562 0.7171 0.2151 
*p<.05 **p<.01 ***p<.001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文首先將公平的概念歸納為公正（equity）、平等（equality）與需要（need）三
類，並分別檢視文化部與國藝會在藝文補助分配上，於此三個面向上的差異。結果發

現，首先，在公正（依據功績的平等）面向上，文化部與國藝會均傾向於補助知名度

高的團體更高的補助金額且具顯著性。亦即對於受到市場價值肯定與消費者青睞者，

也會相對獲得更多的獎勵與資源分配，合乎公正的價值。不過二機關在此傾向的展現

上，並無顯著差異。換言之，國藝會並沒有比文化部展現更公平的傾向，假設一無法

成立。依據臂距原則的觀點，國藝會（中介組織）之所以被期待相較於文化部（政府

機關）更能夠合乎公正價值，乃在於其不受政治因素與意識型態干預，因而能夠確保

超然客觀的立場。然而，政治立場不儘然與市場觀點相違，政治家迎合多數選民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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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能與服膺市場偏好的取向不謀而合。於是乎，文化部與國藝會在此面向上沒有

差異，或可解釋。另一方面，本文選擇以市場價值作為評斷功績的依據，不過，藝文

中介組織與臂距原則的其中一種體現是同儕審閱（Peer Evaluation）（Chartrand & 
McCaughey,1989）， 因此，儘管國藝會在迎合市場趨勢上的表現與文化部沒有差異，
但或許其在體現專家價值上的表現會有較好的呈現，此點則是本文未加以分析之處。 
其次，在平等（齊頭式平等）的面向上，於受補助對象間，文化部與國藝會均未

能達到完全均等，不過文化部分配不均的情形，卻明顯比國藝會更強烈。換言之，文

化部相較於國藝會更無法回應平等的價值，假設二可以被證明。另一方面，於不同地

理區域間，如果以人均補助金額為依變數，則文化部與國藝會都有顯著的區域不均，

不過二機關不均的程度有顯著差異，文化部比國藝會更不平等。如果以每團體均補助

金額為依變數，則文化部有顯著的區域不均，國藝會則無顯著不均的情形。整體而

言，國藝會比文化部更能回應區域間平等的價值，假設三可以被證明。此二點與過去

研究認為，將藝文補助交由政府直接介入，可能會因為意識形態干預，或是政治因素

影響，而減損補助分配公平性的觀點一致。本文的實證發現，也證實了這樣的觀點。

臂距原則的概念之下，政府機關雖然應該提供資金援助，卻不應該直接涉入資源分

配，目的即是為了避免資源分配的考量中參雜了不該納入的因素（如意識形態、選票

利益）。相反的，中介組織，在良好的制度設計之下，若有充足的政府資金支援，與

合理的董事會與監督機制，將可使資源分配回歸單純的藝術文化價值考量。進一步而

言，本文發現了文化部（政府機關）在涉入資源分配時，確實呈現出較大程度的不均

等，亦即在平均分配經費之餘，仍有其他因素在左右文化部的資源分配。不過，是什

麼考量影響文化部的資源分配，是否參雜了不合理的因素，則有待進一步探討。 
最後，在需求（補償性平等）的面向上，於受補助對象間，文化部與國藝會均傾

向於補助資本額大者更高的補助金額，換言之，二者均未顯示出照顧資源匱乏者的公

平傾向。不過，文化部與國藝會在此傾向的程度上有顯著差異，國藝會不公平的情形

較文化部更為緩和，假設四可以被證明。另一方面，於不同地理區域間，無論以人均

補助金額，或每團體均補助金額計算，文化部與國藝會均傾向於補助地方政府文化支

出高的縣市更高的金額。換言之，二者均未能妥善回應區域間的補償性平等，不過文

化部與國藝會在此傾向上，有顯著差異，國藝會相對而言失衡情形較不嚴重，假設五

可以被證明。此點與過去輿論批評文化部與國藝會補助獨厚大團體、大企業與北部地

區的批評一致，只不過，過去的批評多建立在實務觀察之上；本文則透過實證數據的

計算，明確算出分配失衡的情形。而實際可見，失衡情形確實相當嚴重，也值得相關

機關多加注意。無論是文化部或國藝會，在資源分配時忽略資源匱乏的群體，都是可

以想見的。理由在於，資源豐沛的組織或地區，往往也擁有更高的藝文能量，這些團

體也能夠較輕易地提出吸引評審目光與認同的審查資料與成果報告，對其補助也能夠

更快速與明顯地展現出扶植與促進的效果。不過，國藝會（中介組織）仍然相較於文

化部（政府機關）更貼近補償性平等的目標，這或許是因為國藝會之藝文獎助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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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即聚焦在支援常態性的補助，重點在扶植藝文團體穩定發展，因此相較而言更不會

只依據績效分配補助款，而較能夠兼顧團體間與區域間的均衡發展。 
整體而言，本文發現，國藝會確實相較於文化部，更能回應公平的價值（或至少

不公平的情形較不嚴重），主要體現在平等與需要兩個概念上。亦即，臂距原則的價

值，在我國藝文補助的實踐中，有被體現。然而，是什麼因素影響文化部的資源分配

公平性不如國藝會，其中是否有政治因素的干預，則有待進一部探討確認。 

二、政策建議 

基於前述研究發現，本文針對文化部的藝文補助政策提出下列建議： 
首先，本文發現國藝會與文化部在是否回應公正價值上，並無顯著差異。然而，

既然文化部意欲進行不同組織間的分工，未來則應該更注意如何區隔不同補助機關間

的角色差異。舉例而言，文化部期待由國藝會負責常態性的補助，文化部負責政策性

的補助，文策院則負責市場性的補助。則如何讓文策院的市場性補助，與目前國藝會

的角色區隔，以及文化部負責的政策性補助，又如何與國藝會與文策院做出差異，則

是相當重要的。 
其次，本文發現國藝會相較於文化部更能回應齊頭式平等的價值，而目前文化部

規劃將常態性、專業性的補助交由國藝會執行，本文認為這樣的方向是妥適的，也能

夠達成臂距原則中政府機關與中介組織分工的理想。常態性補助意味著支持每一個藝

文組織正常運作與發展的基本資金來源，並無特定的政策目標（如鼓勵國際發展、扶

植青年創業）；因此，一視同仁的平等是相當重要的，秉持臂距原則，讓政府不介入

常態性的藝文補助，避免外在政治力的干預，有其價值。 
最後，本文發現無論是文化部或國藝會，均未能回應補償性平等的價值，對弱勢

的照顧沒有被突顯。藝文補助確實需要扶植已具規模的團體，讓優質的藝文事業能有

更好的發展，同時也是回應藝文消費者的需求。然而，藝文發展一樣需要注重多元的

價值，鼓勵不同的文化都有成長的空間。而缺乏市場支持與地方政府援助的藝文事

業，尤其需要中央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介入。文化部既然期望未來由文化部、國藝會

與文策院分工進行奬補助，則更應該進一步考量，如果錦上添花的補助已經有相關的

組織執行，則雪中送炭的責任該由誰來負責。 
整體而言，本文認為臂距原則的確立與落實是重要的，也能夠透過文化部此次的

政策變革來達成。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文化部應該完全脫離藝文補助，反而應該利用

二機關組織特性的差異，建構起良好的分工模式。此外，如果臂距原則對於實現補償

性平等的理想仍然有其極限，文化部也應該尋求更合適的方法兼顧此一目標。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文有以下幾點研究限制：首先，基於資料限制，本文使用的藝文補助核定結果

僅有最後獲得補助的團體，並未考量到沒有獲得補助的團體，因此可能會忽略了部分

族群。換言之，真實的藝文補助的分配可能更懸殊（源於資源最虧乏的組織甚至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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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一毛錢的補助），也可能相對緩和（資源真正豐沛的組織並未申請，或者申請後

未獲核可）。未來研究如果能夠掌握到更加完整的補助申請資料，或者利用調查資料

的方式蒐集各機關的申請情形，可以嘗試進行更完整與精確的分析。 

其次，在檢視各變項如何影響文化部與國藝會的核定補助金額時（表 1），文化
部模型的解釋力偏低；這可能是因為本文並未納入申請計畫的規模作為控制變項。過

往的研究發現，計畫規模會影響補助金額，因此部分研究會將申請計畫的總金額納入

作為控制變項，或者直接將核定補助的「比率」作為依變項（郭振雄，2013）。然
而，基於文化部與國藝會均未公佈各團體申請補助計畫的總金額與核定補助比率，本

文無法進行類似的分析。未來研究同樣可以針對這個部分加以注意，即便無法獲得申

請計畫總金額與核定補助比率等直接指標，或許可以嘗試使用計畫類型、作品類別、

活動期間等資訊加以掌握與推估。 
再者，有關公正觀點的測量，本文採用了較為間接的途徑，即以新聞查詢筆數作

為知名度的代理變數，以知名度作為消費者偏好與市場價值的代理變數，同時更將

「功績」的概念限縮於市場價值。不過，一如先前提及，功績的測量途徑亦可能包含

藝術專業價值，這卻是本文未加以考量之處。本文僅是初探性的了解文化部與國藝會

在各面向上的可能差異，未來研究如果欲針對公正面向進一步探討，或許可以利用調

查專家意見等其他方法，取得更完整多面向的測量基準，裨利了解臂距原則的實踐面

向。 
此外，本文雖然發現了文化部與國藝會在公平的達成上有所差異，也發現二者均

仍然存在失衡現象。然而，對於造成差異的原因，則相對缺乏解釋。未來研究或許可

以嘗試納入受補助團體的意識形態（如：是本土藝文表演或者中國傳統文化）、受補

助地區的政黨傾向與政治競爭程度等，嘗試檢驗是麼因素促使文化部在補助分配上會

更偏離公平價值。 
最後，本文研究的時間點是在 2015至 2017年，惟文化部自 2018年起開始每年編

列預算補助國藝會，將可能改變文化部與國藝會之關係；未來在文策院成立之後，也

可能讓三者的角色定位以及組織策略發生改變。因此，在這樣的制度變遷下，會不會

使得制度同型化的壓力增強，讓國藝會與文化部更加趨同，相關的研究發現是否可以

適用在未來的發展，仍然有待觀察以及進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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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表 1：各變數資料來源表 

變數名稱 測量方法 資料年度 資料來源 

成立年度/地點/資本額    

營利事業  2017年 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 

財團法人  2017年 司法院法人及夫妻查詢系統 

社團法人  2017年 司法院法人及夫妻查詢系統 

人民團體  2017年 
全國性：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

資訊管理系統 
地方性：各縣市政府民政局 

演藝團體  2017年 各縣市政府文化局 

社區發展協會  2017年 文化部台灣社區通網站 

知名度 

受補助年度前一年四大

報（聯合報、中國時

報、自由時報、蘋果日

報）紙本新聞查詢筆數 

2014-2016年 立法院新聞知識庫 

各縣市藝文組織總數 下列團體數加總   

營利事業  2016年 經濟部統計處 

財團法人  2015年 文化部統計網 

社團法人 與人民團體合併計算   

人民團體  2016年 內政部統計處 

演藝團體  2015年 文化部統計網 

社區發展協會  2015年 文化部統計網 

地方政府文化支出  2015年 文化部統計網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  2016年 行政院主計總處 

 



 19 

附表 2：國藝會與文化部核定補助名單敘述統計 

  國藝會 文化部 合計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補助 
案件數 

2015 453 23.35% 1,487 76.65% 1,940 100.00% 

2016 460 23.33% 1,512 76.67% 1,972 100.00% 

2017 448 23.97% 1,421 76.03% 1,869 100.00% 

合計 1,361 23.54% 4,420 76.46% 5,781 100.00% 

總補助 
金額 

(千元) 

2015 99,043 5.07% 1,855,316 94.93% 1,954,358 100.00% 

2016 100,847 5.52% 1,726,291 94.48% 1,827,137 100.00% 

2017 83,017 4.82% 1,638,186 95.18% 1,721,203 100.00% 

合計 282,906 5.14% 5,219,792 94.86% 5,502,699 100.00% 

計畫類型 
(案件數) 

專案 27 1.98% 3,241 73.33% 3,268 56.53% 

常態 1,334 98.02% 1,179 26.67% 2,513 43.47% 

合計 1,361 100.00% 4,420 100.00% 5,781 100.00% 

補助項目 

影視音 11 0.81% 920 20.81% 931 16.10% 

視覺藝術 91 6.69% 178 4.03% 269 4.65% 

表演藝術 967 71.05% 813 18.39% 1,780 30.79% 

其他 292 21.45% 2,509 56.76% 2,801 48.45% 

合計 1,361 100.00% 4,420 100.00% 5,781 100.00% 

補助對象 
(案件數) 

營利事業 170 12.49% 1,692 38.28% 1,862 32.21% 

財團法人 93 6.83% 336 7.60% 429 7.42% 

社團法人 32 2.35% 293 6.63% 325 5.62% 

人民團體 71 5.22% 576 13.03% 647 11.19% 

演藝團體 994 73.03% 1,208 27.33% 2,202 38.09% 

社區發展

協會 1 0.07% 315 7.13% 316 5.47% 

合計 1,361 100.00% 4,420 100.00% 5,781 100.00% 

補助對象 
成立年度 

平均數 2003.90 2002.54 2002.87 

標準差 9.65 15.34 14.21 

補助對象 
資本額 
(千萬) 

平均數 2.23 9.44 8.62 

標準差 57.2 20.4 54.3 

補助對象 
知名度 

平均數 5.38 10.2 9.07 

標準差 26.82 71.9 6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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